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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为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散和团结：软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向度
沈  岿*
一、社会治理：分散和团结
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中，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自治。前一概念中的“社会”是作为治理对象
而存在的，在此意义上，社会治理其实是对社会实施的管理。[1]例如，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
提及“社会治理”的政策文件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2013年11月12日，以
下简称“《全面深化改革决定》”）指出，“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”的目的，就是“确保社会
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”。
不过，“社会治理”概念又不是简单地以一个新的术语，重复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
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样或类似意涵。由于西方“治理”（governance）理论倾向于政府向社会放权，立足社
会中心主义，强调实施多主体、多中心的治理，[2]受其影响，当前中国政治话语中的“社会治理”也接近
地展示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理念。上述《全面深化改革决定》是以“系统治理”的措辞来表现的，改进
社会治理方式的一项措施就是“坚持系统治理，加强党委领导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各
方面参与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”。之所以说“接近”，还是因为中国政治
体系认可的社会治理，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，这同西方治理的多元论、多中心论有所差异。
对比之下，“社会自治”概念中的“社会”是作为治理主体而出现的，它意味着通过社会组织对社会
实施的自我治理。例如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8〕17号，2008年5月12日）
提到，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“增强社会自治功能”，“市县政府及其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、
规范和管理，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。实施社会管理、提供公共服务，要积极
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，鼓励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”。
由此，在中国，社会治理可以而且应该覆盖社会自治，但远超出社会自治。这同时也牵扯出一个难题：
社会分散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张力。由于工业社会的到来，社会分工更加细密，群体和阶层也随之日趋分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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